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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關注後冷戰時期，面對中國崛起，美中兩強與以「竹子外

交」聞名的泰國如何相互應對與影響？本文主要研究問題為：一、促成

美中泰三方互動結構轉變之重要政治事件為何？二、美中泰三方互動是否

存在第三方影響？三、美中泰三角關係內部行為如何相互影響？透過時間

序列分析，統計結果佐證911事件對美中泰三角關係產生了結構轉變之效

應，而中國政經因素與泰國內政因素之衝擊有限。此外，統計結果也證實

美中泰三角關係中，美中互動將促成泰國利用對美政策加以平衡回應，顯

示泰國面對大國政治的敏感與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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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泰國一直是擅長於兩大強權間生存的國家，其外交策略被譽稱為「竹子

外交」。泰國是美國在亞洲最早的盟邦，兩國的親善關係始於1833年的美泰

商務與親善條約（the 1833 Treaty of Amity and Commerce）。第二次世界大戰

前後，泰國的靈活周旋，確保了戰時與戰後的國家利益。進入冷戰時期，中

國角色從向輸出共產革命的威脅來源，轉變為美國對抗蘇聯與越共擴張的重

要槓桿，中泰關係也隨之變化。而美泰雙方軍事安全合作則奠基於1954年馬

尼拉公約（the 1954 Manila Pact）與1962年塔納-魯斯克公報（the 1962 Thanat- 

Rusk Communiqué）。1 即使進入後冷戰時期美泰關係曾經起伏不定，但雙方

至今仍維持盟邦關係。

本文研究旨趣主要關注冷戰結束後的「中國崛起」階段。冷戰結束代表

三方共同外敵消失，而中國正逐步崛起。中國對東南亞影響力自1997年亞洲

金融風暴後便持續提升，加上2001年911事件後美國專注於反恐戰爭與中東事

務，美泰雙邊關係開始陷入「後繼無力」的情況。另一方面，美中關係則逐漸

由交往合作走向戰略競爭的局面。不論是歐巴馬時期的「亞太再平衡」或川普

時期的「印太戰略」，重新定位東南亞的盟邦關係必將是未來美國對中戰略的

重要內容。泰國位居東南亞地理中心，也是東協運作的中心成員，深具地緣戰

略的重要性，未來可能成為美中兩強的角力戰場。故此，對於過往美中泰三角

關係的互動模式，實有了解與探究之必要。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美中泰三角關係的內部運作與互動，與國際政治

和全球權力競逐息息相關。進入後冷戰時期與中國崛起作為背景的美中泰三角

關係內部互動模式為何？此為本文的研究問題。本文擬由三角關係相關理論著

手，採用影響力模式分析，探討三個子議題：第一，促成美中泰三方互動結構

轉變之重要政治事件為何？第二，美中泰三方互動是否存在第三方影響？是否

成立三角關係？第三，若是，則美中泰三角關係內部行為如何相互影響？前者

1 馬尼拉條約為東南亞公約組織（SEATO）的基礎條約，美國承諾保護泰國免於共產威
脅，至今仍為美泰關係重要基石。塔納-魯斯克公報由泰國外長與美國國務卿簽訂，兩
國承諾一方遭遇外來攻擊時，另一方必定來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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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有助於理解現有美中泰三方互動之形成與轉變。後兩者將有助於了解三角關

係理論之適用性，同時有助於掌握美中泰三角關係內第三方影響的運作模式。

貳、三方互動理論探討與美中泰關係

如欲以三角關係相關理論探討美中泰三方互動，則應先考量：美中泰三方

互動是否符合三角關係之定義？三角關係的構成關鍵在於「第三方影響是否存

在」。學者認為三角關係的構成要件有三：一是三個理性行為者；二是不能有

任何一個行為者被消滅或排除；
2 三是第三方影響存在。3 由前述構成要件推

斷，假設現有ABC三個行為者，第三方影響代表任一雙邊關係受到第三方相

關行為的影響，例如C的相關行為影響AB關係、B的相關行為影響AC關係或A

的相關行為影響BC關係。前述任一情況成立，則代表ABC三方互動構成三角

關係，因此第三方因素的存在，實為檢定構成三角關係的關鍵。
4 後續本文之

實證分析若能支持「美國相關行為影響中泰關係」、「泰國相關行為影響美中

關係」或「中國相關行為影響美泰關係」任一情況，則代表美中泰三角關係成

立，並得以進一步分析第三方影響模式與其內部動力為何。

一、戰略三角途徑與其修正

學界分析三角關係時，常由Dittmer（1981, 485-515）的戰略三角途徑著

手。戰略三角途徑強調三角結構類型分析，透過判斷三方之合作或衝突，決定

現有三角結構類型。若三角結構能影響三方之動機與行為，則第三方影響確實

存在。由此可知，行為者的動機是影響未來策略與行動的重要關鍵，而行為

者間之合作或衝突將形成現有之三角結構（吳玉山 1997, 173-83; 2000; 包宗和 

1999）。三角關係與國際關係相同，都是不間斷地重複賽局，因此，本階段

之三角結構即成為下一階段之初始風險或機會條件，三方行為者之利益計算也

2 任一行為者的消滅將導致三角關係崩潰（包宗和 1999）。
3 前述三項要件整理自黎寶文（2015, 210-211）、Dittmer（1981, 489-490）、Goldstein 

and Freeman（1990, 33）。
4 全世界國家共有200多個，任選3個即可符合第1項與第2項條件，因此第3項要件（第三
方影響）之存在，實為重要關鍵，也是三角關係案例選擇之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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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持續進行。此外，傳統戰略三角分析假定三方權力均等，吳玉山（2011, 36-

38）對此提出「不符政治現實」的批評，特別是當應用於分析美中台三角關係

的情況下。就美中泰三角關係而言，中美實力仍有差距，而泰國的重要性應來

自於美中對抗的戰略需求，而非自身國力。因此內建「權力均等假設」之戰略

三角途徑確有其不足之處。

如何改善戰略三角途徑權力均等假設的缺陷？學理上，權力如何定義可

分「權力即資源」與「權力即關係」兩大途徑（Baldwin 2002）。第一，權

力即資源（power-as-resource）途徑，其基本假設為國家所掌握的各式物質資

源等於權力，例如人口、領土、預算、軍事與經濟實力等。
5 吳玉山（2011, 

36-41）即透過加入國內生產毛額（GDP）與軍事預算規模對比等變項，建構

「非對稱戰略三角」（asymmetrical strategic triangle）模型，以分析美中台三

角關係。總結而言，此途徑的因果關係鏈可簡化為「權力資源＋三角結構→三

方行為」。若三角結構之制約確實存在，則第三方影響存在，同時代表三角關

係成立，但三方行為之自由度受到先天權力資源稟賦之限制。

第二，權力即關係（power-as-relationship）途徑，其基本假設為行為受影

響而改變即為權力關係，所以權力是一種行為間的因果關係。Dahl（1957）

認為：若A能讓B進行原本不會進行之行為，則代表A對B施行影響力。據此，

權力與影響力沒有太大區分。擁有資源只代表具備潛在權力，唯有具備影響

行為因果關係的能力，才是實際權力。例如，A有槍不代表擁有權力，唯有

當Ａ以槍影響Ｂ的行為時，A、B之間方發生權力關係（Baldwin 2016, 50）。

Goldstein與Freeman（1990）即採「權力即關係」途徑分析三方互動，透過量

化美中蘇三方行為之合作/衝突程度，以統計分析三方行為間是否具備因果關

係。以「影響力是否存在」確認「權力關係存在」，所以本途徑之因果關係可

簡化為「某方行為→另一方行為」。若某方為第三方，則可直接判定第三方影

響確實存在，與先天權力資源稟賦無涉，亦毋須先行檢定三角結構為何。

綜合比較上述兩途徑對於原有戰略三角之修正，本文擬採用「權力即關係

5 現實主義陣營多屬本途徑，請見Waltz（1979, 章6）、Mearsheimer（1990）、Tammen 
et al.（2000,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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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修正之三角分析（以下簡稱三方互動模型），進行研究設計，理由有

三。一是潛在權力不等於實際權力，也無法作為影響力存在之指標。透過「權

力即資源」途徑修正之戰略三角分析，仍無法回答某方潛在權力資源「何時」

與「如何」得以影響他方行為？二是跨領域之權力資源難以測量與評估。「權

力即關係」途徑透過直接觀測行為結果方式進行推論，可迴避不同領域權力資

源之權重問題。
6 三是第三方影響存在與否是三角關係成立之關鍵，「權力即

關係」途徑中明確的因果關係鏈，可有效協助判定第三方影響之存在。目前學

界已有運用三方互動模型於南斯拉夫內戰、中東區域衝突等前例。
7 然而，運

用類似途徑用以分析美中泰關係之嘗試則幾乎沒有，遑論回應三角關係的基本

問題：美中泰三方互動是否符合三角關係之定義？第三方影響如何運作？

二、避險戰略與泰國外交

學界目前對於東南亞國家外交政策之研究，大部分都是以後冷戰時期美

中競爭下的「避險」（hedging）脈絡加以詮釋。現實主義之結構分析顯示，

後冷戰時期之多元體系容易導致衝突（Waltz 1979, 章8; Mearsheimer 1990; 

Friedberg 1993）。東南亞國家採行避險外交，本質就是一種「風險迴避」，

用以因應後冷戰時期美國戰略轉變與中國崛起可能的衝突與高度不確定性。

Roy（2005）曾將泰國之避險模式定義為「典型避險」（simple hedging），意

指同時與美中兩強維持良好關係，並隨時兩面討好。
8 Goh（2008, 133）認為

泰國與新加坡之外交行為同屬於對中國「間接制衡」（indirect balancing）類

型。其主要手段為透過與美國「共享安全利益」為由，維持美國軍事力量的

區域存在，但決不言明以中國軍事威脅為目標。郭清水（2008）則是將「避

6 「權力即關係」途徑只能「迴避」不同領域權力資源之權重問題，但恐無法解決該問

題。然Mattern認為（2008, 696-697）權力具備不同面向與形式（forms），目前沒有可
以滿足每一個途徑的基礎，只要擬出一組符合需求具備一致性基本假定即可。因此，

本文擬採用「權力即關係」途徑，而非嘗試建構彌補現有各途徑缺陷之完美途徑。
7 南斯拉夫內戰各方互動分析，請見Goldstein與Pevehouse (1997)、Pevehouse與Goldstein 

(1999)。中東區域衝突分析，請見Joshua S Goldstein et al. (2001)。
8 該研究尚提出其他避險模式，包含對中低度制衡、對中高度謹慎型之制衡、對中扈從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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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定義為位於「單純制衡策略」（pure balancing strategy）到「單純扈從策

略」（pure bandwagoning strategy）兩個極端值之間的不同程度之行為。泰國

與馬來西亞的外交政策都屬於最靠近單純對中扈從的「有限扈從」（limited-

bandwagoning），強調政策協調與自願配合之夥伴關係，而非單純接受中國支

配。
9 然而，上述學者之靜態類別並分析無助於推論行為互動過程中所呈現之

權力關係與行為模式，同時其研究目的為發展「避險」理論，僅將後冷戰時期

之美中戰略競爭當作背景或控制變項，著重泰國與其他東南亞國家之比較，而

缺乏對於美中泰三角關係內部行為互動之因果分析與精確描述。更嚴重的是，

前述幾位學者研究時間相近，但對於泰國在美中之間的避險行為模式，顯然並

沒有一致的共識。
10

既然後冷戰時期東南亞國家避險行為，大體都在美中戰略競爭的現實環

境下展開。
11 因此，連結泰國與美中兩強的三方互動研究設計，確為合理研

究策略。過往相關研究也普遍認為美國全球戰略轉向、中國經貿因素與不干

涉主義、泰國政變與社會對抗，是影響三方互動最重要因素（Zawacki 2017; 

Prasirtsuk 2017）。而進入後冷戰時期，美中泰三角關係中泰國外交政策最值

得關注之趨勢有二。第一，泰國由親美轉向親中之變化（Mathews 2003）；第

二，泰國的行為風格由「竹子隨風搖擺」（bamboo bending with the wind）彈

性戰略風格，轉變為「竹子遭風擺弄」（bamboo swirling in the wind）的短期

利益追求。
12 前述轉變發生之主因皆為：泰國的軍事與政治菁英各自政權存續

的考量，以親美或親中為手段進行個人短期利益計算（Busbarat 2017; Hewison 

2018）。Pongsudhirak（2016; 2017）亦認為泰國的國內政治，特別是軍政府

9 該研究認為若將避險行為視為光譜，由對中強硬的單純制衡到受中支配的單純扈從，

共有五個不同程度避險行為：間接制衡、拒絕支配、經濟務實主義、有限交往、有限

扈從，其中經濟務實主義可以視為光譜中間點。
10 由於避險的概念與行為模式仍屬於理論發展階段，因此各式行為類別與定義常依學者

而異，例如軟性平衡、制度平衡等模式，請見He (2008)、Goh (2007)。
11 根據吳崇涵（2019）對東亞國家避險行為之實證研究，對中實力差距與美國軍事存在
皆是影響東亞國家在美中之間避險行為的重要因素，顯示傳統現實主義因素仍是重要

變項。
12 Busbarat（2016）認為「竹子隨風搖擺」意指泰國透過彈性外交作為維持國家利益，但
「竹子遭風擺弄」則代表泰國外交決策毫無目標，且傷害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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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計算優先，已經主導了泰國的外交雙層賽局，一方面尋求北京的政治認

可支持，並放任美泰關係「表現不佳」（underperformed），但一方面仍期盼

未來美泰關係能夠重新調整。簡而言之，學界研究大抵歸納出美國戰略、中國

影響力與泰國內部政治是影響泰國對外決策之三大重要因素，但進入後冷戰時

期後，國內政治因素已經成為影響泰國外交政策之主要變項。

綜觀前述傳統途徑的美中泰三方互動研究與避險戰略相關探究，不難發現

缺憾有三。第一，第三方影響之存在是確認三角關係成立之前提。前述研究

皆缺乏確認定第三方影響存在的檢證過程。第二，前述研究所得出之各類行為

模式皆過於籠統，難以精確描繪其變化與因果關係。例如，泰國親中或親美之

轉向，應由「泰國對美行為」與「泰國對中行為」之變化來完成。同理，不論

是間接制衡或有限扈從，同時都包含對中與對美行為的協調。前述研究都缺乏

將前述泰國對中行為與泰國對美行為區分探究其驅動成因的研究設計。第三，

前述研究多著重於泰國在美中雙方之平衡，卻忽略三方互動的多樣性。美中泰

三角關係中，美國為中泰關係的第三方，中國為美泰關係第三方，泰國為中美

關係第三方。在此三組雙邊關係中，第三方影響是否皆為顯著？再者，黎寶文

（2017）研究指出，第三方影響具備多種樣態，包含「直接第三方影響」、

「對第三方之權力平衡」、「對第三方之自我調適」等，美中泰三方互動是否

存在這些樣態？綜上所說，現有文獻仍有缺憾，而本文擬由第三方影響力模型

著手，分析美中泰三角關係之內部互動因果關係。

參、美中泰三方互動之研究設計

回顧Goldstein與Freeman（1990）以降之三方互動研究，基本上皆具備以

下兩個特性。第一，1組雙邊關係等於2個國家之相互行為。故美中泰三角關係

包含美中關係、美泰關係、中泰關係，而美中關係等於美國對中行為（UC）

與中國對美行為（CU）；美泰關係等於美國對泰行為（UT）與泰國對美行為

（TU）；中泰關係等於中國對泰行為（CT）與泰國對中行為（TC）。所以，

美中泰三角關係應包含上述6個具備「方向性」的國家行為。這樣的研究設計

更有利於研究者掌握影響力的作用方向與行為互動的因果關係。第二，三角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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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中的影響力模式具備多種樣態，而本文最重要研究問題在檢定第三方影響之

存在，以確認三角關係是否成立，並探討其內部互動模式。經參考相關文獻

後，美中泰三角關係之第三方影響力模式可假設如下：
13

H1： 直接第三方影響模式：第三方主動對本國之行為得以影響該本國對

對手國之行為。此情況通常代表第三方具備直接影響該雙邊關係的

能力，共有6種情形：

 　H1-1 前期中國對泰行為（CT）影響本期泰國對美行為（TU）

 　H1-2 前期中國對美行為（CU）影響本期美國對泰行為（UT）

 　H1-3 前期美國對中行為（UC）影響本期中國對泰行為（CT）

 　H1-4 前期美國對泰行為（UT）影響本期泰國對中行為（TC）

 　H1-5 前期泰國對美行為（TU）影響本期美國對中行為（UC）

 　H1-6 前期泰國對中行為（TC）影響本期中國對美行為（CU）

H2： 間接第三方影響模式：除了直接第三方影響外，與第三方相關之其

他行為，也可能對其他兩位行為者發生影響，可歸納為以下2種模

式：

 　H2a  對第三方權力平衡：此情況代表第三方具備間接制衡或影響1組

雙邊關係之能力。第三方與對手國之互動，將引發本國反制或

調整，與權力平衡邏輯類似，共有3種情形：

  H2a-1  前期美中關係（UC, CU）影響本期泰國對美（TU）或本

期泰國對中行為（TC）

  H2a-2  前期美泰關係（UT, TU）影響本期中國對泰（CT）或本

期中國對美行為（CU）

  H2a-3  前期中泰關係（CT, TC）影響本期美國對中（UC）或本

期美國對泰行為（UT）。

13 主要參考Goldstein與Freeman（1990, 74-84）、黎寶文（2017,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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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2b  對第三方自我調適：一方主動連動對第三方與另一方之行為，

產生議題連結或政策外溢的效果。此情況代表在本國主觀認知

或國內決策過程中，對第三方或對對手國之關係實為一體兩

面，難以切割，共有3種可能情形：

  H2b-1  前期美國對中行為（UC）與本期美國對泰行為（UT）相

互或單方面影響。

  H2b-2  前期中國對美行為（CU）與本期中國對泰行為（CT）相

互或單方面影響。

  H2b-3  前期泰國對中行為（TC）與本期泰國對美行為（TU）相

互或單方面影響。

為符合上述研究問題與設計，本文擬運用「整合性危機早期預警系統」

（integrated crisis early warning system，以下簡稱：ICEWS）資料庫檢定上

述第三方影響模式假設。
14 ICEWS資料庫時間範圍包含1995年1月至 2020年3

月，共計303個月。ICEWS資料庫透過電腦程式（BBN Accent event coder）判

讀蒐集全球英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法文新聞報導而來，新聞來源約有

300家媒體 （Boschee et al. 2015c, 1; 2015a, 5）。每一筆觀察值都是「A對B做

了什麼」（who did what to whom）格式。此格式有助於區分雙邊關係中的相

互行為，符合本文研究設計。ICEWS資料庫記錄之行為皆採用「衝突與調停

事件觀察」（Conflict and Mediation Event Observations，以下簡稱：CAMEO）

行為目錄加以歸類（Boschee et al. 2015b）。歸類後，採用Schrodt（2007）建

立之評分量表，對CAMEO目錄中所有行為給予行為分數。行為分數代表合作

或衝突程度，合作行為之分數皆為正數，而衝突行為之分數皆負數。數字越

大代表程度越高，10分代表合作程度最高，–10分代表衝突程度最高。行為分

數的正負紀錄方式，有助於研究者量測國家行為可能同時具有衝突或合作的

意涵，傳遞合作或衝突之意圖。另外，關於時間分析單位，參考ICEWS資料

14 本資料可由哈佛大學網站取得，請見Elizabeth Boschee et al. (2015d)。https://dataverse.
harvard.edu/dataset.xhtml?persistentId=doi:10.7910/DVN/28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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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本身即提供以「月份」為單位之資料集（Lautenschlager, Shellman, and Ward 

2015）。本文將以「月份」作為時間分析單位，並加總該月份內行為發起者A

對行為接受者B之行為分數，作為該月份A對B之合作/衝突程度。綜言之，本

文之分析單位為「三角關係中某國對另一國之行為分數/月份」，此為後續統

計分析之基礎。

依據本文對三角關係之定義，美中泰關係等於美中泰三方互動行為，應

包含下列行為變項：美國對中行為（UC）、中國對美行為（CU）、中國對泰

行為（CT）、泰國對中行為（TC）、美國對泰行為（UT）、泰國對美行為

（TU）。15 此一操作型定義已包含三角關係中所有可能之行為變項，本文將

據以觀察過去某一行為變項是否影響現在另一特定行為變項，以分析三角關係

內之影響力模式與檢定第三方影響。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擬採向量自我迴歸

（vector autoregression，以下簡稱：VAR）方法進行統計分析，以確立行為變

項之間是否彼此影響。此模型特別有利於探索多個變項間的因果關係，而無需

預先區分變項為外生性或內生性（Sims 1980）。就美中泰三角關係的內部互

動而言，本文假定本月之美中泰三角關係為過去三方互動之結果，據此，美中

泰三角關係可表現為一組六個方程式構成之模型：

　　　　　    (1)

　　　　　    (2)

　　　　　   (3)

　　　　　   (4)

　　　　　   (5)

15 前述6項行為之每月行為分數分佈圖，請見附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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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美中泰三角關係由6個國家行為所構成，因此共有6個方程式加以分析。16 

每一個行為分別受到過去三方互動的影響，因此等號右邊的解釋變項（自變

項）為過去的三方互動，亦即三角關係中6個行為的落後項。上述6式中，C

為常數項，t為時間，所以t-i代表落後i月（或可詮釋為前i個月），而t代表本

月份。∑代表加總，∑之下標i=1，代表由落後1期（前1個月）開始加總，上

標為n代表終止加總於落後n期。時間序列模型的關鍵之一，即在於落後期數

的選擇，本文之設定為n=2，亦即本文之落後期數為2期（前2個月）。17 換而

言之，上述6式等號右邊的各個解釋變項，都由落後1期加落後2期的解釋變項

構成，也代表本文假定本月的美中泰三角關係是過去2個月三方互動加總之結

果。

肆、美中泰三角關係文獻中的結構轉變事件

本文所定義之「結構轉變」（structural break）意指透過統計學的鄒檢定

（Chow test）測試特定時間點前後，線性迴歸係數是否不相等的現象，而並

不等同於國際關係權力分佈結構之轉變。
18 就本文研究問題而言，解釋變項迴

歸係數用以解釋美中泰三方原有之影響力模式（或規模），因此結構轉變代表

該時間點或特定事件所帶來之政治衝擊，改變了美中泰三方原有之互動模式或

16 經檢測美中泰三角關係內6個行為變項皆為定態（stationary），非自我相關條件異質變
異（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cedasticity，以下簡稱：ARCH）序列。但都有自
我相關（serial correlation）問題，因此必須納入依變項之落後項加以修正，檢測結果
請見附錄2。

17 經統計檢定，在5%統計水準下，落後1期之結果與落後2期之結果為顯著差異，但落後
3期與落後2期之結果，則無顯著差異。由於落後期數太長容易造成推論無效率，太短
則可能影響模型解釋力，故本文決定落後期數為2期。此選擇代表本文之推論僅限於，
平均而言，前2個月對本月之影響，無法確保超過3個月以上之三方互動效應，此為本
研究之重要限制。

18 事前鄒檢定之檢測，通常為統計學時間序列分析之標準程序，通常用以確定分期時

點，分析請見Chow（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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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規模。如果確有結構轉變發生，則應選擇只納入未轉變時段之觀察值，確

保迴歸係數穩定，避免影響推論。此一檢證過程也有助於探討美中泰三方之內

部動力，回應本文研究問題之一：後冷戰時期改變美中泰三角關係既有結構與

互動模式之重要事件為何？

傳統分析途徑文獻已歸納：美國的全球戰略轉向、中國的經貿攻勢與不干

涉主義、泰國的政變與社會對抗是影響後冷戰時期美中泰三方互動的三大因

素，也是泰國由親美轉向親中的重要原因。基於此，本文擬先行探究美中泰關

係相關文獻所關注之歷史事件是否造成「結構轉變」的效果。

自1995年以來，美國全球戰略自中東轉回亞太，再發展為對中戰略競爭的

過程，可歸納出下列四個重要節點分別為：

一、2001年9月，911恐怖攻擊事件：911事件扭轉了美國全球戰略排

序，中國由「戰略競爭者」變成美國反恐戰爭與防治武器擴散的合作夥伴

（Shambaugh 2002）。另一方面，美國也重新建構與東南亞國家之關係，以應

對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陳佩修 2010; Bunyavejchewin 2012）。作為條約盟

邦，泰國也必須支援美國的全球反恐戰略，並於2003年獲得美國的「主要非

北約盟邦」（major non-NATO ally）地位。19

二、2011年10月，美國提出「重返亞太」（Pivot to Asia）戰略（Clinton 

2011）：911事件以來，出於反恐戰爭優先性，美中於軍事或經濟領域皆持續

維持建設性合作關係，歷時十年。面對日益發展的中國，美國開始認為未來全

球戰略的重心應轉回東南亞與亞太地區（Prasirtsuk 2013）。但美國「重返亞

太」的戰略轉向進展有限，對東南亞與泰國之經營口惠多於實質。此外，泰國

軍事政變和威權統治與美國民主價值有所衝突，也成為本階段美泰關係發展的

阻礙（Pongsudhirak 2016, 65）。

三、2017年11月，美國提出「印太戰略」：川普總統提出「自由開放印

太區域」（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概念作為印太戰略基本框架後，美國揚

棄過去以「交往」與「合作」為主軸的對中政策，並將中國定位為「戰略對

19 但泰美雙方合作與矛盾兼具，請見Chambers（2004）與Zawacki（2017, 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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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修正主義國家」。
20 而為了因應中國帶來之戰略威脅，東南亞區域角

色日益重要（Pongsudhirak 2018），美國也益發強調盟邦與戰略夥伴關係在未

來印太戰略中之角色（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9）。泰國位居區域樞紐

與東協核心，更是美國推動印太戰略不可忽視的重要盟邦。

四、2018年3月，美中貿易戰：除了政治與軍事面向的對抗外，美國更著

手透過關稅與其他制裁手段，對中國發動貿易戰。過去中國崛起的基礎來自於

經濟成長，而中國的經濟成長是建立在官僚資本主義、偏差法律制度、智慧

財產竊盜、網路竊密與選擇性遵守國際規範等不公平手段上。對於美國而言，

自由、開放、法治為主的國際秩序（free, open, and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是美國與盟邦長期共享之利益，而中國追求經濟成長的手段已經明確

挑戰相關之國際秩序（United States 2020）。美國展開貿易戰也代表著新一階

段美中競爭，已直接挑戰最為本質的經濟基礎，與傳統的政治軍事競爭有所不

同。

就中國影響力而言，中國的經濟誘因與習近平的外交風格是過往文獻探討

近期中國國際行為的重要變數，分述如下：

一、1997年7月，亞洲金融風暴：始於泰銖大規模貶值的亞洲金融風暴，

中國選擇以不競貶與經援相挺，贏得東南亞國家的支持。而美國與國際貨幣基

金（IMF）之作為，則導致東南亞國家普遍不滿。21 泰國於是轉向區域合作，

透過清邁倡議（Chiang Mai Initiative）、東協加三（ASEAN+3）、東亞高峰

會（East Asia Summit）等機制強化與中國合作（Pongsudhirak 2016, 67-68）。

二、2003年10月，中泰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此為中國與東協國家首個雙邊

自貿協定。2007年中國即成為泰國第二大貿易夥伴，但也導致泰國對中的鉅

額貿易逆差，農業與工業都面對中國的廉價競爭（Chantasasawat 2006）。

三、2013年11月，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戰略：2012年11月，習近平上台

後，對外關係上，中國過往的「韜光養晦」與「和平崛起」原則已被「敢於亮

20 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國定位為修正主義國家（United States 2017）。
2018年《美國國防戰略綱要》則將中國列為首要戰略對手（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8）。

21 泰國對於美國政策與國際貨幣基金的不滿，請見Zawacki（2017, 138-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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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與「中國夢」取代。此後美中戰略競爭態勢逐日漸增，雙方都有爭取泰

國以弱化對手的動機。中國對東南亞的戰略多以經濟發展誘因為主，而「一帶

一路」正是其具體實踐。「一帶一路」具體落實為正式國家戰略的時間點為

2013年11月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希望透過強化與東南亞國家之經貿與基礎

建設合作，增加區域與外交影響力。
22 然而，近年實證研究顯示，一帶一路之

具體影響可能有限（薛健吾 2020）。

就泰國內政而言，後冷戰時期泰國政治發展的最重要關鍵在於：塔克辛執

政促成泰國轉向「經濟發展」、「親善中國」的經貿路線。
23 即使泰國在2006

年後陷入政變與選舉的無限迴圈，民選菁英與泰國軍方皆無意改變既有親中路

線。中國之「不干涉內政」與「尊重他國主權」立場，也廣受泰國政治與軍事

菁英支持，讓中國提升對泰影響力。而美國擺盪於民主價值與政治利益之間的

猶疑，反而導致美國對泰影響力日趨低落（Pongsudhirak 2020）。自1995年以

來，泰國國內政治發展之重要節點為：

一、2001年2月，塔克辛出任總理：塔克辛政權的選舉優勢挑戰了泰國政

治傳統上民選政府、軍方、王室三方權力平衡的默契，也埋下2006年與2014

年軍事政變的遠因。
24

二、2006年9月，軍事政變推翻塔克辛政權：此前泰國軍方已經15年未發

動政變，但軍方仍然選擇推翻史上第一位任滿連任，享有國會多數席次與民

意支持的泰國總理，其後，泰國即陷入「政變／選舉」的政治迴圈（陳佩修 

2009b）。本次政變後，隔（2007）年12月重新舉選舉，恢復民選政府。

三、2014年5月，軍事政變推翻盈拉（Yingluck Chinnawat）政權：當時總

22 對泰國而言，一帶一路在東南亞最重要的計畫為「中國-印度支那半島經濟走廊」
（China-Indochina Peninsula Economic Corridor），而中國與泰國共同參與的「瀾滄江-
湄公河合作」計畫（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可視為該經濟走廊計畫之先期準
備，相關中泰互動分析，請見Busbarat、Bunyavejchewin與Suporn（2021）。

23 關於塔克辛轉向之政治分析，請見Zawacki（2017, 章7）。
24 2006年政變，雖然推翻了塔克辛政權。但2007年泰國通過新憲後，軍政府重新還政
於民。在多次選戰與社會運動對抗中，獲得塔克辛支持的政黨分別於2007年與2011年
重新執政，直到2014年再次軍事政變，相關分析請見Pongsudhirak（2020）與陳佩修
（200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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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盈拉為塔克辛的妹妹，其自2011年領導為泰黨勝選取得政權。2013年12月，

盈拉解散國會，預計2014年2月舉辦國會大選，卻因反對黨杯葛與阻撓，選舉

無法順利舉行，同年3月被憲法法院宣告違憲而無效。5月，軍方以「恢復和

平，終止暴力」發動政變。直至2019年3月，才再次舉辦大選。

為確認上述事件是否造成美中泰三角關係的結構轉變，本文以鄒檢定進行

檢測。由於美中泰三角關係共有6個行為方程式，每個事件都在第1式到第6式

中執行鄒檢定，相關檢定結果如表1，相關意涵說明如下。25

第一，911事件是影響美中泰三角關係最重要的因素。總體來說，雖然本

節之結構轉變檢定是個別進行，但是否造成三角關係整體結構轉變，必須綜合

考量。表1顯示，美國對中行為（UC）、中國對泰行為（CT）與泰國對中行

為（TC）共計3個國家行為，因為911事件而發生結構轉變。對比於中泰自貿

協定簽署（1個）與塔克辛執政（2個）的檢驗結果，顯然911事件結構轉變之

影響規模最大。因此，後續統計分析應以2001年9月為期區分前後進行分析。

鑑於911事件前之觀察值數量過少（僅有80個觀察值），本文將以911事件之後

的的觀察值（2001年9月到2020年3月，共223個觀察值）於下一節進行三方互

動分析。

第二，就美中關係而言，911事件主要改變了美國對中國行為模式，而非

中國對美行為。表1顯示，以911事件作為分期點，僅有美國對中行為（UC）

發生結構轉變，中國對美行為（CU）則未達顯著標準。此結果也提示戰略三

角類型分析之不足，未來的三角關係研究，應該要注意將一個雙邊關係視為一

個整體的可能偏誤。此結果代表美國對中政策產出的影響因素和模式已經因

25 鄒檢定透過在各方程式中加入1個虛擬變項（以0或1代表事件發生前或後），然後納
入該虛擬變項與各解釋變項的互動變項，以檢測新增變項是否對原方程式造成顯著差

異。以911事件是否對美國對泰行為（UT）產生結構轉變測試為例，下列第1式為原
式，第1a式為加入911事件虛擬變項與各互動變項（如黑體標示）之檢驗式。鄒檢定即
是檢測兩者有無顯著差異，比較兩式後不難發現，鄒檢定加入互動變項之設計正符合

本文預設結構轉變事件也可能對三角關係整體產生影響之邏輯。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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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而發生變化，但是中國對美行為的既有影響因素和模式，並沒有因911

事件而發生顯著變化。據此，不難推斷911事件並未明顯改變中國對美行為的

既有行為模式，但美國出於全球反恐戰略之需要，改變了既有美國對中行為模

式。不論是小布希時期的「建設性合作關係」或歐巴馬時期的「積極、建設與

全面性關係」，其本質都是美國因反恐戰爭而需要各國支持。中國作為亞太重

要強權，更是美國希望擱置人權問題、武器擴散、台灣問題、飛彈防禦系統等

表1　美中泰三方互動結構轉變檢測結果一覽表
潛在結構轉變事件 時間 檢測結果

美國戰略因素

911事件 2001年9月 UC**  CU+  UT    TU   CT** TC*

重返亞太戰略提出 2011年10月 UC      CU    UT    TU   CT     TC

印太戰略提出 2017年11月 UC      CU    UT    TU   CT     TC

美中貿易戰 2018年3月 UC      CU    UT    TU   CT     TC

中國政經因素

亞洲金融風暴 1997年7月 UC      CU    UT    TU   CT     TC 

中泰自貿協定簽署 2003年10月 UC*    CU    UT    TU   CT     TC 

一帶一路提出 2013年11月 UC      CU    UT    TU   CT     TC

泰國政局因素

塔克辛執政 2001年2月 UC**  CU*  UT    TU   CT     TC

2006年軍事政變 2006年9月 UC*    CU    UT    TU   CT     TC

2014年軍事政變 2014年5月 UC      CU    UT    TU   CT     TC

說明：1. +、*、**分別表示在10%、5%、1% 統計水準顯著。

　　　2.  若特定事件之影響在5%以下統計水準顯著，則推論為特定事件對該行為產生結構

轉變之效果。

　　　3.  本表之結構轉變依鄒檢定模型意涵，意指特定時間點前後，線性迴歸係數不相等

的現象，而並非意指國際關係權力分佈結構之轉變。

資料來源：作者以ICEWS資料庫檢定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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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積極爭取之對象（Shambaugh 2002）。表2另整理了911前後上述發生結

構轉變的國家行為變項平均值，美國對中行為（UC）911事件後行為分數平均

值確有增加，顯示美國對中行為趨向合作的趨勢。此外，表1結果顯示，習近

平上台後之「一帶一路」戰略、歐巴馬時期的「重返亞太」與川普時期的「印

太戰略」與美中貿易戰並未對美中泰三角關係產生結構轉變效應。

表2　911事件影響相關變項之前後行為分數比較
911事件前行為分數平均

1995/1-2001/8

911事件後行為分數平均

2001/9-2020/3

美國對中行為（UC） 288.60 556.03

中國對泰行為（CT） 38.88 47.55

泰國對中行為（TC） 34.36 43.24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ICEWS事件資料庫。

第三，就中泰關係而言，中泰兩國的互動行為，同時都因911事件而發生

結構轉變。根據表1，中國對泰行為（CT）與泰國對中行為（TC）分別在1%

與5%統計水準下顯著，代表影響中泰關係的因素與模式，在911事件的前後，

有所不同，但鄒檢定結果並無法說明「究竟有何不同」。因此，若由表2觀察

911事件前後之差異，不難發現，911事件後，中泰兩國都加強兩國相互間的合

作關係，兩者行為分數平均皆為增加。這個結果代表ICEWS資料庫記錄數據

顯示中泰兩國相互合作親善程度有所提升，也代表中泰關係合作程度提升是雙

方有意為之的結果。
26 表1中更值得注意的結果是，2006年與2014年兩次軍事

政變事件，並未促成中泰關係發生結構轉變。此一結果代表即使2006年後軍

事政權與民選政府交替執政，亦未改變中泰關係的既有發展趨勢。綜合表1與

表2的結果，鄒檢定結果顯示911事件確實對於中泰關係造成結構轉變效果，卻

26 表2以911事件作為分期之平均數比較，代表預設接受表1之結果，亦即以911事件造成
中泰關係結構轉變為前提，僅透過表2之平均數比較作為補充說明，亦無法推翻表1鄒
檢定確立之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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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說明911事件如何改變中泰關係。此外，行為分數平均數比較顯示，911事

件後中泰關係確有改善之現象。此為雙方有意為之，同時作為的結果，並非單

方面「一頭熱」所致。

第四，進入21世紀後之美泰關係，並非「美泰關係惡化，中泰關係合

作」，比較準確的詮釋應該是「美泰關係穩定，但中泰關係升溫」。表1結

果顯示911事件並未促成美泰關係（UT, TU）的結構轉變，但卻對中泰關係

（CU, UC）產生結構轉變效果。此一結果代表影響美泰關係的因素與模式，

並未因為911事件而產生轉變，但是影響中泰關係的因素與模式卻有所變化。

然而，表1結果並無法說明中泰關係如何改變，或改變了什麼，此亦為鄒檢定

模型有所不足之處。綜合表2中泰關係合作程度增加結果判斷，中泰關係合作

升溫確實為明確之現象。由現實運作來觀察，美泰互動既有之模式的確穩定不

變。即使泰國的軍事統治或民粹威權均未獲美國支持，且中國從不批評泰國內

政，多強調互惠發展。但美泰之間的各項軍事與安全協定依然有效運作至今，

並未破棄。金色眼鏡蛇等各項軍事演習，即使規模有所改變，卻仍然是印太區

域規模最大的年度跨國演習。美國反恐作戰期間，儘管塔克辛政權的外交策略

是「亞洲優先」、「中國親善」，但泰國所提供之後勤與情報支援，特別是機

場與港口的服務，仍滿足美國對於盟邦的期待。
27 不論是全球反恐、重返亞太

或是印太戰略各時期，美國視泰國為重要亞洲盟邦的立場從未改變。綜合統計

實證與現實運作，「美泰關係穩定，但中泰關係升溫」的描述，遠較於一般所

強調之「泰國轉向親中」更為精確。

第五，泰國內政因素與中國經貿因素之影響，並不如傳統分析所預期。表

1結果顯示，傳統分析強調之1997年金融風暴造成之中國區域影響提升與兩次

泰國軍事政變所導致之美泰關係惡化，對美中泰三角關係之影響都不如911事

件。既然911事件對美中泰三角關係的衝擊規模最大，3個國家行為（UC, CT, 

TC）因而產生結構轉變，故本文選擇911事件作為美中泰三方互動的重要分

期。

27 這段期間泰美重要軍事合作案例包含，2003年泰國成為美國的主要非北約盟邦，2004
年印度洋海嘯、2008年緬甸颶風災難營救作業，泰國成為救援作業營運中心（Chan-
lett-Avery and Dolve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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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美中泰三方互動分析（2001年9月到2020年3月）

本文之研究設計為假設本月美中泰三方互動行為，為前2個月三方互動行

為之函數。再根據前一節結果，本節將限制時間涵蓋範圍為911事件之後，亦

即2001年9月至2020年3月。本文根據統計分析結果，回應下列研究問題：美

中泰三方互動是否符合三角關係之定義？第三方影響如何運作？相關統計結

果已列於附錄3，為求詮釋方便，本文再依據附錄3結果整理為圖1，以說明美

中泰三角關係中的影響力模式。整體而言，統計結果顯示，911事件後的美中

泰三角關係中確實存在第三方效應，美中關係是影響美中泰三角關係的重要變

數，來自中國的間接第三方影響是改變泰國對美政策產出的重要因素，試詳述

如下。

一、間接第三方影響：美中關係制約下的泰國對美政策

統計結果顯示，美中泰三方確實存在第三方影響，且為對第三方權力平衡

模式，假設H2a-1成立。由圖1可知，自2001年以來美國對中行為（UC）與中

國對美行為（CU）是影響泰國對美行為（TU）的因素，此為美中泰三角關係

中，唯一顯著的因果關係與影響力模式。就實際政治意涵而言，美中關係是最

重要變數，中國是美泰關係之重要第三方，第三方效應僅存於美泰關係。

首先，唯有美中關係具備影響其他行為之能力。這個結果代表美中關係是

影響美中泰三角互動的關鍵，同時泰國對美政策也將隨中國與美國之互動而調

整。再者，統計結果也顯示，美中泰三方不存在直接第三方影響或對第三方自

我調適模式，也代表除了假設H2a-1之外，統計結果並不支持其他所有其他假

設（H1所有假設、H2a-2、H2a-3、H2b所有假設）。由此結果推敲，泰國並未

在美中關係中扮演關鍵第三方角色，或是美國並未在中泰關係中扮演重要第三

方角色，畢竟相關第三方假設並不成立。圖1顯示泰國相關行為（TU, UT, TC, 

CT），並無法影響中美關係（UC, CU），美國相關行為（UC, CU, UT, TU）

也無法影響中泰關係（CT, TC）。這個結果的政治意涵有二，第一，即便泰國

的地理樞紐地位重要，仍未達直接影響美中競逐的程度。美中關係可以影響泰

國政策，但泰國行為卻難以撼動美中關係；第二，美國缺乏直接影響或操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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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雙邊關係的政策工具，只能間接透過美國對中行為來影響泰國對美政策。綜

上所言，統計分析顯示美中關係的重要制約角色，而且第三方效應（H2a-1）

確實存在，但僅存在於中國對美泰關係之影響。就三角關係定義而言，因第三

方效應確實存在符合三角關係的基本要件。但統計結果並未支持泰國在美中關

係的第三方角色或美國在中泰關係的第三方角色。此一研究發現或可補充傳統

三角分析不足之處。

此外，假設H2a-1成立代表在美泰關係中，來自中國的第三方影響力屬於

間接第三方影響，影響力模式為「對第三方權力平衡」。圖1結果顯示，中國

具備間接影響泰國對美行為之能力。不論是中國發起之對美行為或美國對中行

為之改變，都將引發泰國對美行為之變化。這個結果顯示，就泰國對美政策而

圖1　2001年9月後之美中泰三方互動影響關係圖

中對泰行為分數 
（CT） 

泰對中行為分數 
（TC） 

中對美行為分數 
（CU）

泰對美行為分數 
（TU） 

美對中行為分數 
（UC） 

美對泰行為分數 
（UT）

–0.08(t-1)
0.06(t-2)

0.06(t-1)
–0.05(t-2)

說明：1.  箭頭代表影響力模式，箭頭指向代表被影響之對象，而箭頭起源代表影響力來

源。

　　　2.  本圖判定影響力之標準為：若特定行為在5%統計水準以下顯著，則推論為具備影

響力。相關統計結果請見附錄3。

　　　3.  本圖箭頭所附之正負數字，來自附錄3整體在5%水準以下顯著變項之迴歸係數。

由於本文研究設計納入2個落後期數，因此t-1代表前1個月行為之影響，t-2代表之

前2個月之影響。

資料來源：作者分析ICEWS事件資料庫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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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美中關係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也代表泰國作為美中泰三角關係中的小國，

對於美中強權互動的敏感性。根據圖1的迴歸係數判斷，整體而論中國對美國

行為將引發泰國對美行為之跟進，而美國對中行為將引發泰國對美行為之平

衡。換而言之，美中關係雖然重要，但是發動者為誰，由誰主動發起行為，

將引發泰國對美行為不同的回應模式。圖1顯示，中國對美行為前2個月（CUt-1  

+ CUt-2）係數加總為0.01（0.06 – 0.05 = 0.01）。係數為正數代表，整體而言中

國對美行為將引發泰國對美行為的同向變動，顯示泰國決策者確實有「與中同

步對美關係」的現象。當中國對美增加合作程度，則泰國對美亦將加強合作，

此舉代表泰國決策菁英判斷中美關係和緩，對美加強合作風險較低，同時也

對美國釋出親善訊息，強化盟邦意識。當中國對美降低合作程度，則泰國對

美亦將降低合作程度，此舉有意降低中國疑慮，同時對美釋出保持距離的政治

訊息。總結而言，泰國的行為邏輯可以歸納為：「中對美合作，則我對美加

碼；中對美衝突，則我亦對美降低合作」。另一方面，美國對中行為前2個月

（UCt-1 + UCt-2）係數加總為–0.02（–0.08 + 0.06 = –0.02）。係數為負數代表，

整體而言美國對中行為將引發泰國對美行為的反向變動，顯示泰國對於美國對

中作為的「暗中平衡」與「保持距離」。當美國對中增加合作程度，則泰國對

美將降低合作程度。此行為模式可能顯示泰國決策者認為，美國強化對中合作

代表目前局勢為中方優勢，因此微幅降低對美合作。此舉同時對中國釋出親善

訊息，也警示美國應適度關注泰國的盟邦地位是否搖擺變化。當美國對中減少

合作程度，則泰國對美將增加合作。此行為模式可能顯示泰國決策者認為，目

前局勢為美方優勢，對中需求不在，所以微幅強化對美合作。此舉同時強化美

國對泰國盟邦地位的信心，也確保美國對中衝突不致損及泰國利益。綜合來

說，泰國的行為邏輯可歸納為：「美對中合作，則我對美觀望，美對中衝突，

則我對美強化合作」。綜合觀察2001年以來之泰國平衡作為，泰國透過自身

對美行為維持在美中之間的平衡，仍充分保有其「竹子外交」之外交風格。

若與既有之避險行為研究與三角關係分析作比較，三方互動模型之分析得

以進一步說明泰國作為美中泰三角關係中的小國，其行為模式為何。說明如

下：

第一，與權力資源途徑切入之三角關係分析不同，本文主張泰國為美中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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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關係中的小國之根據在於：泰國是唯一被影響或制約的行為者，同時泰國

主動行為無法對三方互動造成任何影響。統計結果指出，美中關係可以制約泰

國對美政策之產出，但是中國主動之行為（CU, CT）與美國主動之行為（UC, 

UT）並不受任何三方互動行為之制約。由此可知，由影響力途徑判斷，美國

與中國皆為相對獨立行為者，顯示兩國於三角關係中的優越地位。另一方面，

泰國主動之行為（TC, TU）也無法制約任何任何三方互動行為。因此，由影

響力途徑判斷，泰國確為三角關係之弱小一方，畢竟影響力之展現是觀察權力

的指標，而泰國不具備影響美中兩國之能力。

第二，相對於避險行為研究之靜態類別分析，不論是將泰國歸類為「典

型避險」（Roy 2005）、「間接制衡」（Goh 2008）、「有限扈從」（Kuik 

2008），類別分析無法具體表現小國之行為機制。本文之分析模型說明了911

事件之後，泰國隨時針對美中關係調整之行為機制為何。主要是利用泰國對美

政策，一方面對美國對中行為作反向微調，對中國對美行為進行正向微調。如

果再考量地理鄰近的威脅因素，或可進一步詮釋泰國作為小國應對美國對中行

為與中國對美行為之差異。就地理位置而言，泰國作為小國，臨近優勢強大的

中國，同時美國作為條約盟邦卻遠在太平洋另一側。儘管東南亞國家因為傳統

避險思維與中國的經濟利益，通常不願將中國定義為「威脅」（Goh 2007），

但Walt（1990, 21-28）卻明確定義地理相近（geographic proximity）為威脅來

源之一。在地理迫近，威脅較強的現實下，面對美中關係的變化，泰國僅以對

美行為應對，維持泰國對中行為不受三方互動影響，這個選擇本身即有對中政

策協調、自願配合的意涵。此外，泰國選擇與中同步對美行為，卻對美國對中

行為暗中平衡，保持距離，顯示在以前後3個月為期的日常互動中，泰國對美

行為模式應有考量中國作為鄰近大國，泰國必須以小事大，但決不凸顯中國威

脅的謹慎。然而，日常互動的謹慎，無法確保中國強勢支配東南亞的最壞劇本

不會發生，因此即使避險策略，有助於短期得利與日常應對，泰國也從未考慮

放棄美國條約盟邦地位與對美軍事合作。泰國的選擇顯示，維持美國軍事力量

區域存在，以應對中國地理迫近、實力強大的威脅，仍是泰國維持國家安全與

生存的必要手段。

第三，作為小國，泰國對美中關係之平衡作為，都以「謹小慎微」作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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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由圖1觀察，所有顯著之迴歸係數皆為0.1以下，代表泰國對美行為因美中

關係而變動之幅度很小。以美國對中行為為例，假設前1個月美國對中行為分

數（UCt-1）增加1分，則本月泰國對美行為（TU）將減少0.08分。兩者相差懸

殊，代表美國對中行為分數變動較大，但泰國對美行為分數僅微幅變動。雖然

泰國的回應規模微小，但統計結果顯示美國對中行為與泰國對美行為兩者時

間連動機率極高，仍為不可忽視之模式。其餘各期美中關係顯著變項（UCt-2, 

CUt-1, CUt-2）都有泰國回應「不成比例」的問題。

第四，為避免平衡意圖或作為過度引發美國關注，泰國回應美中關係的平

衡作為都有「自我修正」的特性。圖1顯示，整體顯著的美國對中行為（UC）

與中國對美行為（CU）都有不同期數之迴歸係數「先正後負」或「先負後

正」的現象，造成正負相抵而總和效應較低的現象。綜合來看，統計結果顯

示，泰國作為三角關係中弱小一方，其平衡作為既有生存所需的不得不然，也

有低調謹慎，掩飾企圖的動機。

第五，在美中泰三角關係中，美國與中國之間不存在雙邊影響力模式，顯

示在兩大強權雙方皆有不受制於人的意圖。依據圖1，美國對中行為（UC）與

中國對美行為（CU）之間不存在任何影響力模式。這個結果代表美中雙方彼

此互動的主要考量，可能不是美中泰三方互動，主要還是各自之全球戰略考

量。對美中雙方而言，東南亞區域經營、對泰關係的經營，都牽涉雙方全球佈

局，因此，雙方都有動機優先考量自身的全球戰略，同時避免受制於對方。然

而，即使美中泰三角關係並非美中決策的主要考量，但美中關係仍是制約弱

小一方（泰國）對美政策的因素，也是美中泰三角關係中唯一顯著的影響力模

式。

二、缺乏主動連結意圖的三角關係

即便第三方影響確實存在於美中泰三角關係中，同時美中互動的確間接影

響泰國的外交政策產出。但統計結果並不支持H2b系列假設，顯然三方決策者

都沒有「對第三方自我調適」的現象。此結果亦代表美中泰三方都沒有在國內

決策過程中，平衡本國對雙方作為的現象，缺乏將本國對雙方作為視為「彼此

連結，一體兩面」的主動意願。畢竟「對第三方自我調適」是所有第三方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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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唯一主動行為者皆為同一國，且唯一因果皆發生於國內決策過程的影響力

模式。

首先，圖1結果亦顯示美國對中行為（UC）與美國對泰行為（UT），兩

者並無相互影響的現象，顯示假設H2b-1並不成立，美國外交決策內部並沒

有「美中、美泰一盤棋」的主動連結意圖。統計結果指出美國國內決策過程

並未出現「對第三方自我調適」現象，凸顯美國無意將對中行為（UC）與對

泰行為（UT）連結的意圖，亦即對美國的決策者無意將美中競逐與美泰關係

兩者作為彼此決策前提。如果對比台灣在中美關係中的第三方角色，黎寶文

（2017, 27-29）曾發現美國對台行為是影響美國對中決策的因素，從而判定台

灣的間接第三方影響屬於「對第三方之自我調適模式」，美國對台與對中行為

有同比例、同方向變動的現象。顯然對於美國決策者而言，泰國與台灣在美中

競逐中的重要性有所差異。台灣作為美中關係中的關鍵議題，美國巧妙地在台

灣、中國間透過內部政策過程進行平衡，但是美國的外交決策顯然沒有將對中

政策與對泰政策進行「議題連結」或「內部平衡」的現象。與台灣對比的結果

再度印證：對美國而言，泰國並非美中關係關鍵第三方，也不足以改變美國對

中決策。除此之外，統計結果顯示，美中互動（UC, CU）僅能影響泰國對美

行為（TU），卻無法影響美國對泰行為（UT）。此結果也證明一組雙邊關係

應區分為兩個對向行為的研究設計，將更有助於釐清因果關係。美泰關係兩個

行為並非同時都被美中關係所制約，僅有泰國必須透過對美行為（TU）隨時

因應美中關係變化，但是美國則無需隨時調整對泰政策（UT）來因應美中關

係變化。

其次，統計結果顯示，泰國對中行為（TC）與泰國對美行為（TU）沒有

相互影響的現象，也不支持假設2b-3。此結果顯示泰國雖然為小國，但亦有其

主體性，企圖在美中對抗結構下謀求最大利益。泰國作為需要避險的弱小一

方，選擇以變動對美行為，但卻維持對中行為獨立於三方互動影響之外，這個

選擇本身即有對中政策協調、自願配合的意涵。此一選擇也釋出「親美不代表

一定要反中，親中也不必然反美」的政治訊息，目的自然是讓對中政策與對美

政策脫鉤。讓「中國、美國分開處理」，則對內無需在政策產出過程內部平衡

或進行議題連結，對外可增加小國迴旋空間。換而言之，此一結果也可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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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泰國持續維持美泰的軍事盟邦關係，但卻同時持續強化中泰之間的經濟，

甚至軍事合作。再者，依據統計結果，三角關係中沒有任何一個行為有能力影

響泰國對中行為（TC）的產出。這個結果有兩個意涵。第一，911事件之後，

泰國對中的決策並不受美中泰三方互動的制約，代表泰國只利用對美行為平衡

美中關係，但泰國對中行為不受美中關係影響。這個結果也呼應泰國的外交決

策傾向「中國、美國分開處理」的推論，應屬合理。第二，三角關係中沒有任

何一個行為有能力影響泰國對中行為（TC）的結果，也代表影響泰國對中政

策產出的因素應該在美中台三方行為之外。由此推論，傳統分析所建議之中泰

經濟互惠與國內政治生存考量，應該主要是影響泰國對中政策產出，而非泰國

對美政策。
28 在經濟互惠考量方面，依據國際貨幣基金會資料（圖2），泰中

28 至少統計結果顯示，911事件後，泰國對美政策受到美中關係變化之制約。

圖2　2001年9月後泰國對美中貿易依賴程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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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 TonC代表泰中貿易占泰國貿易比重；TonU代表泰美貿易占泰國貿易比重。

　　　2. 記錄單位為月份。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會（2021）。



154　問題與研究　第61卷第2期

貿易占泰國貿易比重（TonC）在2001年9月後逐漸提高，而泰美貿易占泰國貿

易比重（TonU）則日趨下降。由此可知，在泰國對中貿易依賴日益加深現實

下，泰國因經濟發展考量確有動機強化對中合作。在國內政治考量方面，僅管

塔克辛勢力與軍方的國內傾軋是後冷戰時期的泰國政治主軸，但中國一直都與

雙方維持良好的關係，同時也從未對泰國的民粹威權或軍事統治提出任何批

評，因此泰國之民選或軍事政治菁英皆有維持對中親善之動機。
29 據此，泰國

決策菁英自然沒有利用對中政策平衡美中競逐的動機，再次呼應「泰國對中行

為不受美中關係影響」與「泰國對中與泰國對美行為彼此不相互影響」之統計

結論。

最後，圖1顯示中國對美行為（CU）與對泰行為（CT）兩者間不存在相

互影響之現象，也代表假設2b-2並不成立。此結果顯示在中國的決策過程中，

並不存在「對第三方之自我調適」模式，也代表中國不認為對美與對泰政策有

必要相互遷就。因此，改善對泰關係，不必然是為了離間美泰同盟；對美競

爭，也不必然是對泰親善的動機。當然，這個結果亦可反面加以解讀，亦即即

使泰國是東南亞區域的重要樞紐，但其重要性仍未達到中國必須調整對美政策

加以因應的地步。不論如何，統計結果已經點出，與美國、泰國相同，中國也

缺乏將對美、對泰視為一盤棋的主動連結意圖，傾向分開考量，各自處理。

總結上述分析，統計結果支持間接第三方影響假設2a-1，並可引伸出五個

意涵（假設驗證結果一覽，請見表3）。第一，進入911事件以來的後冷戰時

期，美中泰三方互動的確符合三角關係的基本定義，第三方影響確實存在。第

二，第三方影響僅存在於中國對美泰關係之影響，中國的間接第三方影響是影

響泰國對美政策的因素，其模式為「對第三方之權力平衡」，中國與美國的

互動將改變泰國對美政策的利益考量，因此泰國對美政策將隨時調整因應。第

三，中國對美泰關係的間接第三方影響為美中泰三角關係中唯一存在的影響力

模式，此結果也顯示無需分析各項權力要素，影響力分析途徑也能夠展現在美

中泰三角關係中，泰國是唯一「受制於人」的弱小一方，而美中兩強皆能獨立

29 關於中國的不干涉主義與泰國菁英的考量，請見Zawacki（2017, 章7, 章9）與Pongsud-
hirak（2017, 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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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不受制於人，且能透過兩強互動影響弱小一方的政策產出。第四，與既

有避險行為相關研究作比較，相對於靜態類別分析，本文之分析模型說明了

911事件之後，泰國隨時針對美中關係調整之行為機制為何。主要是利用泰國

對美政策，一方面對美國對中行為作反向微調，對中國對美行為進行正向微

調。此外，泰國的回應模式也充分凸顯竹子外交的低調平衡風格，泰國對中美

關係的回應也以「謹小慎微」（回應規模小）、「自我修正」（正負相間）為

特色。第五，統計分析也發現，美中泰三方在自身決策過程中，皆無「對第三

方自我調適」的議題連結現象。所以，對泰國而言，親美不代表一定要反中，

親中也不必然反美，對美、對中政策區分處理。同樣的現象也在美中兩強的內

部決策過程存在，兩國對泰行為皆無法影響中美互動的決策過程，再次凸顯美

中泰三方影響力的差異，也顯示泰國即便東南亞樞紐地位重要，但仍不足以影

響美中的全球競逐。

表3　美中泰三角關係第三方影響假設檢驗結果
假設 結果

H1直接第三方影響

H2間接第三方影響

　 H2a對第三方權力平衡 H2a-1**

美中關係（UC, CU）影響泰國對美行為（TU）

　 H2b對第三方自我調適

說明：** 表示統計結果支持相關假設。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陸、結論

本文主要的研究問題在探究：進入後冷戰時期的美中泰三角關係內部互動

模式為何？整理過往三角關係相關理論不難發現，「第三方影響」的存在是

決定三角關係是否成立的關鍵。在研究途徑方面，究竟應透過何種途徑探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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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影響的存在與其運作？經回顧相關戰略三角理論脈絡中如何處理「權力

失真」議題，本文決定採取強調影響力模式的「權力即關係」途徑著手，透過

三角關係等於三組雙邊關係等於六個具方向性的國家行為的研究設計，利用

ICEWS事件資料庫探究三個子議題：一、促成美中泰三方互動結構轉變之重

要政治事件為何？二、美中泰三方互動是否存在第三方影響？是否成立三角關

係？三、若是，則美中泰三角關係內部行為如何相互影響？

本文原擬運用時間序列分析探討ICEWS事件資料庫自1995年1月至2020

年3月以來的美中泰三方行為記錄，但由於歷時長久，必須確認美中泰三方互

動模式未曾經歷「結構轉變」，統計分析方有意義。在相關文獻的分析中，

影響後冷戰時期美中泰三角關係的因素與事件可歸納為三大項：美國戰略轉

變（911事件、亞太再平衡、印太戰略提出、美中貿易戰）、中國政經影響

（1997金融風暴、中泰自貿協定簽署、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戰略）與泰國內政

（塔克辛執政、2006年與2014年軍事政變）。本文利用鄒檢定分析發現，後

冷戰時期的美中泰三角關係的確曾經發生結構轉變。911事件的發生，直接改

變了美國對中行為、中國對泰行為與泰國對中行為的既有模式，是影響規模最

大的事件。由此可知，美國全球戰略的轉變，實是影響美中泰三角關係是否發

生結構轉變的重要因素，而中國因素與泰國的內政因素影響有限。這個結果可

引伸出兩項政治意涵。首先，在美中關係中，僅有美國對中行為單邊因911事

件發生結構轉變，但未明顯改變中國對美行為的既有行為模式。由此可知，

911事件後美國出於全球反恐戰略之需要，改變了既有美國對中行為模式，而

中國顯然沒有類似之改變動機。再者，911事件並未造成美泰關係的結構轉

變，而且根據ICEWS資料庫的紀錄，911事件後中泰關係合作程度確有增加，

這些現象都代表關於後冷戰時期「泰國轉向」的論述，或許應修正為「美泰關

係穩定，但中泰關係升溫」較為符合現實。而在統計意涵上，由於911事件促

成美中泰三角關係內多個國家行為之結構轉變，本文將時間跨距修正為2001

年9月至2020年3月，以確保之三方互動分析之推論不致偏誤。

關於美中泰三角關係的內部動力分析，本文假定本月之美中泰三方互動為

過去三方互動之結果，採用落後2期的向量自我迴歸法進行分析。統計結果顯

示來自中國的間接第三方影響確實存在，也代表美中泰三方互動符合三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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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定義。統計結果也指出，美中關係（包含美國對中行為與中國對美行

為）將影響泰國對美政策的產出，代表中國是美泰關係的關鍵第三方，其第三

方運作模式屬於「對第三方之權力平衡」。這個結果代表中國與美國的互動將

改變泰國對美政策的利益考量，故泰國必須隨時調整對美政策以因應情勢變

化。由於此模式為美中泰三角關係中唯一存在的影響力模式，不難研判美中關

係實為影響美中泰三角關係的最重要因素。

此外，泰國的回應模式也凸顯竹子外交的低調平衡風格，充分展現泰國作

為弱小一方的避險思維。本文的分析結果，不僅限於過往避險研究之靜態行為

類別分析，而進一步說明了泰國面對中美兩強的戰略競爭之行為機制為：利用

自身對美政策為工具，跟隨中國對美行為作同向變動，但與美國對中行為作反

向平衡。此外，也由於泰國的弱小地位，使得泰國對中美關係的回應也以「謹

小慎微」（回應規模小）、「自我修正」（正負相間）為特色。最後，美中泰

三方在自身決策過程中，皆無「對第三方自我調適」的議題連結現象，代表美

中泰三方都傾向將對第三國與對對手國政策個別處理，缺乏主動連結的企圖。

在中國崛起的後冷戰時期，對泰國而言，親美不代表一定要反中，親中也不必

然反美，所以，後冷戰時期的泰國並非「轉向親中」，而是「美泰關係穩定，

但中泰關係升溫」。同理，對於美中兩國而言，對泰關係的進展不可能優先於

美中全球競逐的考量。由此再度凸顯美中泰三方的權力差距，泰國的區域重要

性只能服膺於美中全球競逐的考量，絕無遷就之理。

 （收件：110年1月11日，接受：110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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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各行為變項時間序列圖（1995-2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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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美國對泰行為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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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ICEWS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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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時間序列變項檢定結果

時間序列變項自我相關檢定結果（1995-2020/3）
變項 落後期數為3 落後期數為6 落後期數為12 落後期數為24

UC 10.0711* 18.6693** 46.0681** 76.7994**

CU 9.0740* 15.6208* 33.2593** 48.6919**

CT 15.3490** 19.1526** 23.8089* 42.6171*

TC 10.7484* 15.0060* 16.1340 33.8046

UT 11.9829** 23.4544** 26.5865** 56.3533**

TU 15.5466** 27.2412** 32.5234** 55.1058**

資料來源：作者利用ICEWS資料庫所得之分析結果。

說明：1.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2.  本文採用Portmanteau white-noise test檢定自相關現象。該檢定之虛無假設為特定

期數無自我相關現象。表中各項數值為Q統計量（Q statistic）。上表顯示所有序

列皆存在自我相關現象，必須加以控制。

時間序列變項單根檢定結果（1995-2020/3）

變項 ADF檢定結果
ADF檢定結果

（含趨勢）

ADF檢定結果

（一階差分）

ADF檢定結果

（一階差分含趨勢）

UC –3.90832 (7)** –3.9156 (7)* -- --

CU –14.7295 (0)** –14.8893 (0)** -- --

CT –7.6117 (2)** –7.60663 (2)** -- --

TC –7.94144 (2)** –7.93902 (2)** -- --

UT –5.72871 (4)** –5.72482 (4)** -- --

TU –5.55511 (4)** –5.56351 (4)** -- --

資料來源：作者利用ICEWS資料庫所得之分析結果。

說明：1.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2.  本文採用增廣性Dickey-Fuller檢定（ADF test）檢驗單根現象。該檢定的虛無假設

為有單根，無單根則為定態（stationary）。表格內數值為t-statistic。上表顯示所

有序列皆為定態。

　　　3.  括弧內之數字為最佳落後期數，由統計軟體Gretl依AIC標準（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a），最大期數15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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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序列變項ARCH檢定結果（1995-2020/3）
變項 落後期數為3 落後期數為6 落後期數為12 落後期數為24

UC 0.869 1.851 5.798 10.6572

CU 0.466 1.810 3.005 7.966

CT 9.375* 11.224+ 12.588 15.536

TC 1.957 2.342 2.995 5.957

UT 0.137 1.036 1.647 18.884

TU 0.485 0.806 5.944 28.819

資料來源：作者利用ICEWS資料庫所得之分析結果。

說明：1.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2.  本文採用Lagrange Multiplier檢定檢驗自我相關條件異質變異（ARCH）現象。該

檢定之虛無假設為特定期數無ARCH現象。表格內數值為X2 statistic。

　　　3. 上表顯示中國對泰國行為（CT）可能存在ARCH現象，將強化事後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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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　美中泰三方互動模型統計結果

(1) (2) (3) (4) (5) (6)

美國對中
行為分數
（UC）

中國對美
行為分數
（CU）

美國對泰
行為分數
（UT）

泰國對美
行為分數
（TU）

中國對泰
行為分數
（CT）

泰國對中
行為分數
（TC）

UCt-1 0.43* 
(0.21)

0.25 
(0.20)

 0.05 
(0.04)

−0.08* 
(0.03)

0.01 
(0.03)

0.03 
(0.03)

UCt-2 –0.10 
(0.21)

 0.13 
(0.20)

0.07+ 
(0.04)

0.06* 
(0.03)

0.04 
(0.03)

0.01 
(0.03)

CUt-1  0.36 
(0.22)

–0.20 
(0.21)

0.05 
(0.04)

0.06* 
(0.03)

 0.02 
(0.03)

 0.04 
(0.03)

CUt-2 0.07 
(0.22)

0.10 
(0.21)

 0.07+ 
(0.04)

−0.05+ 
(0.03)

 0.03 
(0.03)

 0.007 
(0.03)

CTt-1  0.77 
(1.32)

 1.05 
(1.25)

0.22 
(0.23)

0.19 
(0.18)

 0.05 
(0.18)

 0.07 
(0.18)

CTt-2 0.89 
(1.32)

 0.14 
(1.25)

0.22 
(0.23)

0.15 
(0.18)

0.02 
(0.18)

0.17 
(0.18)

TCt-1 1.31 
(1.25)

1.66 
(1.19)

 0.03 
(0.21)

 0.01 
(0.17)

0.04 
(0.17)

0.08 
(0.17)

TCt-2  0.16 
(1.27)

0.87 
(1.18)

 0.17 
(0.21)

 0.13 
(0.17)

0.05 
(0.17)

 0.08 
(0.17)

UTt-1  0.57 
(0.75)

 0.25 
(0.71)

0.08 
(0.13)

 0.004 
(0.10)

0.006 
(0.10)

0.01 
(0.10)

UTt-2  0.16 
(0.75)

 0.25 
(0.71)

0.14 
(0.13)

0.16 
(0.10)

0.07 
(0.10)

0.08 
(0.10)

TUt-1 0.92 
(0.90)

0.48 
(0.86)

 0.05 
(0.16)

0.03 
(0.12)

0.03 
(0.12)

0.02 
(0.12)

TUt-2 1.41 
(0.89)

1.45+ 
(0.85)

 0.09 
(0.15)

 0.0008 
(0.12)

 0.02 
(0.12)

 0.10 
(0.12)

const 409.68*** 
(65.84)

365.22** 
(62.51)

28.13* 
(11.30)

18.70* 
(9.08)

35.14** 
(8.90)

30.93** 
(8.88)

N 223 223 223 223 223 223

R2 0.102 0.088 0.080 0.134 0.0351 0.0334

資料來源：作者利用ICEWS資料庫所得之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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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 +、*、** 分別表示特定期數之個別變項在10%、5%、1%統計水準下顯著。

　　　2.  灰底粗體表示該變項落後1期與落後2期之總和效應在5%統計水準以下顯著。本

模型中僅有第4式中美國對中行為（UC）與中國對美行為（CU）為總和效應顯

著。特別是中國對美行為（CU）雖然落後1期（CUt-1）達5%統計水準，落後2期

（CUt-2）則未達水準，但2期之總和效應仍在5%統計水準顯著。

　　　3. 括弧內為標準差，統計結果通過自我相關與ARCH事後檢測。

　　　4. 本模型分析以統計軟體Gretl（2020d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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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action of the U.S.-China-Thailand 
Triangle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 Time-

Series Analysis Approach

Pao-wen Li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China and Asia-Pacific Studie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Facing China’s rise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how do great power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ailand, who is famous for its bamboo strateg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his paper aim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by analyzing 

(1) what events cause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triangle; (2) how the third-party 

effect works in this triangle; (3) how the three actors influence each other. By 

applying time-series analyses, statist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911 attack had led 

to a structural change for the triangle. The impact of China’s political-economic 

factors and Thai politics was not as significant as expected. On the other hand, 

statistical results also reveal the pattern that Thailand tended to balance the US-

China interactions with its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also indicates 

Thailand’s sensitivity and prudence to power politics.

Keywords: United States, China, Thailand, Triangular Relations, Event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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